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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在這裡集會紀念二二八事件意義重大。只有牢記這刻骨銘心的慘痛經驗，我們才不會重蹈覆轍。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戰後德國對於在二次大戰期間迫害猶太人的行為能夠深刻地自我反省，我們加以讚許，而對日本人堅持不承認戰時在中國、在亞洲的暴行，則予以嚴詞譴責，其原因在此。我們姑且不去探討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社會、政治背景，這一事件的發生與其後政府大舉鎮壓對族群和諧的傷害，對個人基本權利的蹂躪，五十年後，陰影猶存。因之，我們紀念二二八事件，尤當進一步省思有關族群和諧與個人權利的問題，追求一個符合正義原則的社會。
數千年來，一個正義的社會，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誠然，思想家對正義的界定不同，在現實生活中也從未實現過，但這一理想是人類文明的動力，當是不爭之論。構成正義社會因素繁多，然而，族群和諧及對個人基本權利的尊重與保障，是正義社會的兩個必備條件。以下謹就族群和諧與個人權利，以及這兩者在特定條件下的互動關係做一淺近的說明，或對省思當今台灣處境及其發展有所幫助。
一、
表面上看來，族群和諧其理易明，不需多加解釋，而大多數人也都能認同。以今日台灣社會來看，或指四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人與原住民四大族群，或指台灣人與中國人。後者用法，近年來在實證研究中一再出現
。然而，不論哪一種用法，族群和諧當是指台灣的各族群能夠和平相處，共營生活，以求社會的安定與繁榮；對外則能在強敵環伺下，同心協力以維持獨立生存。
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我們當會發現，上述的說法容易流於空洞而不易落實。事實上，過去幾年來，每逢公職人員選舉，不乏政客在族群問題上大做文章，試圖激起族群對立，而學者則將這些競選策略稱之為族群動員。然而政治人物於選舉期間操弄族群政治的結果，不僅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第二代、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對立，也抹滅了五十年來，此兩大族群過去的努力；對族群和諧的傷害不可謂不深。那麼究竟該如何才能將族群和諧落實於政策，將之具體化呢？
針對此一問題，歐陸小國學者如Lijphart等研究深入也有獨到見解
，這當然和他們所處的社會密切相關，如果一個社會中幾個不同民族或語言、宗教上的少數族群，各有其政黨與利益團體，楚河漢界，涇渭分明；那麼如何維持族群和諧，當是此一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比利時、瑞士是最典型的例子，中東黎巴嫩也是如此。他們所提的協商式民主，包括聯合內閣的設計，議會兩院制中少數（民）族群在上院享有較多權利、聯邦制中憲法修正案必須得到少數（民）族群的同意等具體方案；其目的即是為了透過對少數族群權益的保障而達到族群和諧。近年來報刊上有關族群大和解、聯合共治的倡議，似乎接近歐陸小國學者的看法，聯合內閣尤為許多政壇人物與學者所認同
。
面對當今台灣社會族群衝突的危機，族群和解與聯合共治當不失為一個值得研究的方案，既可確保社會、政治上的安定，且可能進一步共同抵抗外來的壓力。但我們也必須追問：當前台灣社會的族群危機是否已嚴重到了那樣的程度，而不得不借鑑歐陸小國的經驗？
目前，一般說的族群問題，乃指福佬、客家、外省與原住民之間的族群衝突。過去五十年來，在國民黨政權壓制政策之下，貶抑閩南、客語族群的語言與風俗文化，造成族群關係緊張。然而，現今閩、客與外省族群的差異，隨著政治解嚴與本土化的興起，已不似早年那般嚴重。此或可部份歸因於國民黨同化政策的成功，但不可否認的是，台灣各族群之間透過頻繁的通婚、通商等交流，也一步一步地在縮短本省/外省或閩、客之間的區分。同時，更重要的是，閩、客與外省族群，相對於長期居住在台灣的原住民而言，只不過是到達台灣時間不同罷了。換句話說，他們共享了相同的漢民族文化。因而，本省與外省的割裂並不像部份歐陸小國一樣，族群之間除了有語言上的差異，尚有宗教、文化，甚或血緣上的差異；從而使得少數族群與主流群體之間有著不可跨越的鴻溝。
其次，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族群和解、聯合共治」提出的時空背景，我們不難發現此一解決方案，其實是環繞著台灣內部的統獨之爭，與中共的武力威脅而來。然而台灣島上的的人民在國家認同或統獨立場上的分歧，並不完全是族群因素決定的。同時，目前三大黨的區隔也不是在「族群」這個向度，更無那一個政黨主張是專為某一族群而存在的。這樣的社會分歧和歐陸小國的多元分裂社會比起來，恐怕不可同日而語！
相對於閩、客與外省之間，因政治、經濟權力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族群衝突，台灣原住民面對來自中原的強勢漢文化，不僅在政、經領域遭受不平等待遇，其語言、文化及其賴以生存的土地，都遭到嚴重的破壞。這樣的現象，至今也未見改善。無怪乎，目前台灣在談論族群衝突時，總以大漢中心主義出發，將台灣的族群問題化約成本省與外省的衝突。至於原住民族權益則淪為點綴政客競選文宣的花邊。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試探劃分中國人與台灣人、本省人與外省人有多少實質意義？這兩個族群在政治思考或生活方式上又有那些嚴重的分歧？或者，台灣只有漢族與原住民族的差異，而原住民才構成一特定的弱勢與少數族群？
二、
即使歐陸小國經驗有助於解決台灣的族群衝突，我們也必須衡量歐陸方案所付出的代價。基本上這代價可分兩部份：
（一）歐陸小國情況，各族群劃分明確，每一公民都隸屬於一個族群；或多數族群，或少數族群；或法語族群，或荷蘭語族群；或天主教，或新教等等。這樣的劃分對一個族群分野並不那般明確，而社會環境仍在急速變遷中的台灣，並無多少意義；如果我們制度的設計，硬性把族群嚴加區隔，或鼓勵這樣的趨勢，久而久之，必定限制各族群之間的溝通與互動，造成社會發展的阻力。
（二）歐陸小國制度的實現必須透過菁英政治的運作。各族群之間的談判與協商必藉由菁英的主導來實現；所得協議的推動與執行也是各族群菁英的職責。在這樣的情況下，各族群內部的民主參與勢必艱難。個人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等，也難以得到充份的保障。甚至在特定條件之下，各族群中有勢力之家族或掌控政府大權，或擁兵自重，政治秩序又回到封建時代。多年來黎巴嫩的情況即是如此。
簡言之，「族群和解與聯合共治」必須在既有基礎上做權力的分配。倘若我們同意這個前提條件，當今台灣社會的諸多問題，如經濟發展模式與環保、兩性平權、同性戀、老人、兒童與殘障等弱勢團體權利之保障，似不在此方案的討論範圍之內，遑論得到較合理的解決。當今台灣社會中，政治權力分配不均的不正義現象，似非只要提出「族群大和解，各黨派聯合共治」的方案，就可解決。
既然台灣目前的族群關係並未像歐陸小國一樣緊張，而且台灣內部有關性別、經濟與環保及健全社會安全體系等問題，也非族群和解所能解決，我們勢必需進一步加強弱勢團體權利的保障，始能讓台灣向正義社會跨出一步。狹隘的族群和諧，或族群大和解與聯合共治，恐只是解決台灣外來危機的權宜之計。
三、
如果我們擴大視野，我們或能體會到，台灣當務之急應是提昇個人尊嚴與人權保障。我們認為，只有在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平等的參與社會、政治與經濟活動，充份發展個性與抱負的基礎上，族群的緊張關係才有可能獲得基本的化解。正如前述，這並不表示我們不關心弱勢民族、族群或團體的處境。相反地，我們不僅應該關心，而且應該盡力給予協助，以提高弱勢者的社會上的地位與機會。但我們不把弱勢民族、族群或團體的處境視為一成不變，或不能透過政策與措施來改善其地位和處境。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弱勢民族、族群或團體內部的異質性，譬如勞工階級中的性別差異，或女性團體中階級或性偏好的差異，即是明顯的例子。因之我們既反對透過政策、制度僵硬地規定弱勢民族、族群或團體的地位與應享有的權利，一成不變；在強調群體同質性時，尤應注意到群體中的異質性，以求充分尊重個人的利益與意願。唯有如此，才能使每一個人的潛能充分發揮，並且朝向更開放、自由與正義的社會邁進。
        我們認為女性、兒童、原住民族、同性戀者都應當且可以和男性、成年人、漢人與異性戀者享有同等的尊嚴與權利。這個改變當是一件十分艱鉅的工程，但並不是烏托邦思想。試問多少世紀以來，奴隸制度被視為社會秩序的一環，但它終究也被廢除了；勞工階級所遭受的壓迫，也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但現在契約自由也無法再合理化對勞工的剝削；殖民地主義與種族歧視的革除更是二次大戰後的產物。展望未來我們實在沒有什麼理由持悲觀的態度。
以上所說，與近兩百年來人權觀念的演變與發展，也正吻合。在歐洲，基本人權的觀念歷史悠久。英國學者Maurice Cranston將人權看做道德的權利、道德的訴求；是人類應該享有，卻不盡然享有的權利
。Louis Henkin則將人權視為是每個人對社會與政府的主張與訴求，而且應被視為權利來對待
。羅隆基則將之視為做人的必要條件，包括衣、食、住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
。我們不妨將人權視為是每一個人，不論其種族、性別、信仰、社會階級，都應享有的若干基本權利與自由，不是社會或政府所能任意剝奪的。
兩百年來，人權的內容日漸擴大，人權觀念也逐漸普及到世界各個角落。近五十餘年來，隨著聯合國組織的努力，一個國際社會的人權共識正逐漸形成。十八世紀時，人權範圍只限於公民與政治權利，諸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參政權等。美國憲法及其最早的十個修正案，是最典型的例子。到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帶來社會的迅速變遷，西方社會面臨新的挑戰，導致經濟與社會權利觀念的發展；如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工作權的保障等。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已體會到公民與政治權利並不能充份保障個人權益；因為勞工階級在飽受剝削，甚而無法溫飽的情形下，公民與政治權利，並沒有多少實質意義。
二次大戰後，公民與政治權利或經濟與社會權利孰先孰後，引起不少爭論
。歐美政府與學者大都主張公民與政治權利優先，認為只要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參政權受到保障，個人必能自由發展。反之，早年社會主義國家及若干亞、非政府與學者則傾向於經濟與社會權利優先，認為如果經濟生活沒有保障，公民與政治權利只是一紙具文。當前，大部份學者與國際人權組織包括聯合國與非政府人權團體，都認為這兩類權利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另外，一次大戰前後，群體（或集體）權利以及民族自決權也逐漸得到重視。早期國聯對少數民族或族群的宗教、語言等方面，也加以保護。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組織工作側重於殖民地的解放，對種族歧視尤為關注
。近幾年來，前蘇聯及東歐共黨政權解體，內戰此起彼落，族群和諧再度成為國際政治的棘手問題。七○年代以後，人權範圍又日漸擴張。許多新訴求與主張，都逐漸被納入人權範疇，其中，又以和平權、發展權及環境權最引人注目，爭論也最多
。
從上述人權發展的簡略說明，我們可以看出它既以個人權利為基礎，也兼顧群體權利，並逐步納入新的權利訴求與主張。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在多元分裂社會，為求社會安定與族群和諧，協商式民主很可能是一個較優或唯一的選擇，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權利充份保障更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
誠然，近年來，人權的概念不斷受到來自亞洲價值的挑戰，中國（大陸）政府尤其強調經濟、社會權與集體權利
，但迄今以個人權利、多元民主與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仍未被另外的理論或原則所取代。前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以後，更肯定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
四、
較之國際社會，我們的社會因為受到傳統思想的牽絆，以及長期威權統治的影響，個人權利的觀念仍然沒有得到普遍的共識，對個人權利保障不足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諸如目前通過的組織犯罪條例中，有觸犯該條例者，終身不得參選的規定，黑道大哥逮捕也後逕送綠島；另外，蘇建和案件，引起社會人權團體、學界、法界抗爭，也充分暴露出司法制度的嚴重缺憾，不能有效保障人身安全。再者，有關公民參政權的行使，或基於傳統觀念的作祟，或受金錢、暴力的影響，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民主化的進程；即便是隱私權的保障，也似乎也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對女性權益的保障尤為不足。
進一步來看，我們傳統思想定於一尊，強調社會和諧、家國至上，卻沒有「個人權利」的觀念，這才是現今台灣人權保障不足的根源。這也是為什麼威權時期已過去了，台北市政府實施青少年宵禁，卻大受民眾歡迎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或多或少同情中國大陸政府，質疑國際社會逐步形成的人權共識--人權的整體性與普遍性，甚而同情中國大陸政府宣稱中國有獨特的人權觀，只要使十億人口得到溫飽，即是充分保障人權的體現。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嚮往新加坡，甚而把威權統治下的新加坡視為理想社會的原因。
那麼我們怎麼樣才能向正義社會邁進？我們主張從我們生活，從我們與週遭的人共營生活中，一步一步落實。從容忍到權利的肯定，從教育到立法。
早在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時，教育與人權的密切關係，即已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其宣言第二十六條明確地指出：「教育之目標在於充分發展人格，加強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教育應謀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宗教團體之諒解、容恕及友好關係，並應促進聯合國維繫和平之各種工作。」
其後，聯合國組織所通過的若干公約、宣言，也一再提到人權教育，如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以及廢除對婦女任何形式歧視公約...等等。一九六八年，聯合國德黑蘭第一次人權大會中又進一步通過議案，敦促所有國家使用所有的教育方法來提供年輕人「一個在尊重個人尊嚴，與平等權利的環境中成長的機會」。這裡所說的教育乃指「客觀的資訊與自由的討論」，而其目的在於促使提高年輕更關切急速變遷中的世界所面臨的問題，並積極規劃他們的生活。同年，聯合國大會也通過決議案，要求會員國在小學與中學的課程中，適當地安排教材，宣導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重要文獻的原則，並鼓勵教師運用一切機會，講解聯合國對解決國際爭端及促進社會正義所扮演的角色。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一再召開會議，邀請政府與非政府人權組織代表參加，共商教育問題。例如，一九八九年聯合國人權中心即為小學與中學編了一本小冊子，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對人權觀念的認知。
一九九三年聯合國維也納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時，秘書長蓋里宣佈把人權教育工作，與聯合國組織若干機構的工作加以整合。他的這一舉動在某種程上是受了非政府組織的壓力。會前，許多人權組織指出，不僅一般公民對人權缺乏認識，因而沒能提出人權訴求，也不願支持別人的主張，即使是政府官員也對基本人權觀念與規範不甚瞭解。會後，聯合國大會通過議案，把一九九五年到二○○四年訂為「人權教育十年」。前年，更提出一項人權教育計劃，詳盡闡明有關原則、目標及策略等等，可說是今後人權教育推動的一個藍圖
。
較之聯合國與其它地區非政府人權組織所做的努力，台灣的人權教育則十分貧乏。過去幾十年的威權體制時代，人權保障既不充分，人權教育尤為禁忌。因此，人權團體只能從政治犯的救援著手，開始推動台灣人權的工作。解嚴以後，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地興起，許多以不同範疇為主題的人權組織紛紛成立，為爭取特定權利而抗爭，成績斐然，但人權教育的推動仍付之闕如。雖然威權時代已不復存在，但受傳統的思想影響所及，我們的教育體制及內容仍十分僵化。例如，中小學公民教育的教材中，違背人權觀念的地方隨處可見，而老師體罰學生的惡習，也時有所聞；在大學裡，人權課程少之又少，學術刊物中亦少有論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教育改革已經成為社會的共同訴求，教育鬆綁也勢必成為今後的大趨勢，因此，我們必須在未來的教育改革之中，逐步地來落實人權教育。
此外，除了應加強學校裡的人權教育課程，針對特定專業階層的人權教育訓練更是重要而迫切，使其在工作中善盡人權保障的職責，。以我們當今社會情況來看，律師、法官、檢警人員、獄政人員與新聞工作者，都是須優先接受人權教育的特定專業人士。在這方面比較具體的作法包括由各大學教授與專家與社運團體合作，在律師職前訓練所開闢一系列的人權課程，或在律師公會對已執業的律師進行人權再教育，俾使其具備完善的人權觀念，落實人權保障。另一方面我們亦可將在台灣對人權有所研究的學者專家，就其所長分門別類的整理出一份名單，當政府或民間機關有需要時，可以邀請他們來做演講、座談。
以上所說，也即是聯合國組織所倡導的人權文化的內容。我們必須脫胎換骨，拋棄我們傳統思想中那些專斷的觀念，一步一步開拓我們的視野，學會容忍，尊重他人，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與生活方式。
進一步來看，個人權利充份保障，不能只是依賴教育，法律亦必然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換句話說，人權保障必需有完備的法律體系並且確實執行。在這方面，數十年來，歐美國家及聯合國組織人權法的制訂及執行，非常值得我們參考。事實上，自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以來，國際社會對基本人權的保障即開始邁入法制化的階段。經過數幾十年的努力，已陸續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廢除對婦女任何形式歧視公約、禁止種族屠殺公約，與六、七十個重要的國際公約、議定書及宣言。整體而言，國際社會中，人權保障的立法工作已相當完備。一九九三年維也納人權大會以來，聯合國也努力於協助會員國設立「人權委員會」或是類似的機構，以加強對人權的保障
。
雖然台灣並非聯合國之會員國，但這並不應該影響國內人權立法的推動與執行。如果由政府或立法院發表一簡單、原則性的聲明，表示願意遵從聯合國組織通過的人權公約或決議案，並進一步設立「人權委員會」或類似機構，當是對聯合國組織的呼應。這樣的做法既能帶動國內人權的立法與執行，也能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
五、
五十年前，如果政府執法人員對個人尊嚴與基本權利有那麼一絲一毫的尊重與認同，把一個在台北街頭叫賣香煙的中年婦女，當做一個人來對待的話，台灣這五十年來的歷史應是另一番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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